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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的發現，帶給中國禪學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關的

討論與研究也一直是近代禪學研究的核心主題之一。除此之外，從現存的五種

敦煌寫本《六祖壇經》陸續發現的過程與研究中，正是符契與開啟百年來禪學

研究的脈動與新興的研究發展方向，透過「新式論文寫作方法」與「客觀學術

論證研究」相結合的時代研究風潮，此項素材相關主題的研究，也可以略窺百

年敦煌學中禪宗研究之縮影，亦是百年來禪學研究與敦煌學發展中交錯的核心

論題之一。 

本文研究的動機目標與方法進路，主要是探討五種敦煌寫本《六祖壇經》

發現公布的過程與影響，以及進一步思考文字校正的方法。其中，文字校正是

透過文本的數位考察以建立五種敦煌寫本學術規格的完成，從參酌惠能思想思

考文本的校正原則，從運用近現代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以分析建構文本的校正

體例。因此，透過文字校正體例與方法的確立，不僅是一種文本文字的整理，

也是數位文本創新的詮釋，兩者結合的研究，才能充分的呈現與彰顯敦煌寫本

《六祖壇經》的學術價值與時代意義。 

 

                                                   
* 收稿日期：2007.08.27，通過審查日期：20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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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敦煌學是百年來國際學術界的一門顯學，1 從 1900 年發現至今已經超過

百年的歷史，在相關研究石窟藝術、典籍文獻與史地文化的三大領域中，涵蓋

的學術層面非常廣泛，其中又以佛教相關主題的研究為核心之一。 

中國禪宗的發展，一直以《六祖壇經》（以下簡稱《壇經》）為根本的聖

典，這部經典是佛教中國化的具體產物，也是一部在禪宗發展史上最為關鍵的

一部典籍，不僅在禪宗祖位傳承上具備了「禪史紀錄」與「六祖地位」的雙重

認證，也記錄了惠能（638-713）身為六祖的「祖師語錄」與「禪學思想」，甚

至成為六祖惠能以後傳承法脈的憑證。雖說如此，從惠能圓寂（西元 713 年）

至今，將近 1300 年，其中各種版本的《六祖壇經》先後出現，文字或有出

入，特別是約從七百年前元代僧人宗寶在至元 28 年（1291）校讎三種《壇

經》異本，而成為宗寶本《壇經》，即是後來的明藏本，因此流行至今約七百

年，這七百年間席捲天下，使得佛教的僧人信徒都視宗寶本《壇經》為「想當

然爾」的「壇經版本」，深入印象，先入為主，故對近代敦煌本或敦博本《壇

經》視之為錯訛的「異本」。 

現存五種敦煌寫本《壇經》的發現（實際上為兩種寫本與三種殘本），帶

給禪宗學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關的討論與研究也一直是近代佛學研究的重要

主題。除此之外，從五種敦煌寫本《壇經》陸續發現的過程與研究中，寫本

《壇經》的出現是歷史中的一個異數，也開啟了近代研究禪宗的另一個視窗，

在寫本與通行的宗寶本《壇經》兩相對照比較之下，即能看出早期的寫本具有

特殊的學術史意義，這對吾人還原《壇經》的原貌或是依此了解惠能的禪學思

想是非常重要的路徑。 

可惜的是，早期發現的編號斯 5475 的敦煌本《壇經》，被中外佛教界學

                                                   
1  有關「敦煌學」一詞的詞源，王冀青曾指出是 1925 年 12 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

（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題為《敦煌石室的遺書（懷德堂夏期講演）》

的小冊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詞。陳寅恪（1890-1969）在 1930 年提出「敦煌學」一

詞，可以視為中國第一人提出這項專門學術名詞的學者。詳見王冀青，〈論「敦煌

學」一詞的詞源〉，頁 11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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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半視之為「惡本」而心懷鄙棄之意，學術界許多精善的校訂成果亦無法扭

轉學界或教界的既存印象，筆者在就讀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班時，選修先

師潘重規先生（1907-2003）在 1995 年開授的「敦煌學」這門課，老先生親授

其大作《敦煌壇經新書》，諄諄教誨，讓筆者改變了原先的學術認知與態度，

同年 9 月筆者又收到楊曾文教授親自寄贈其大作《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敦博

本），細細檢閱之後，發現敦博本實優於敦煌本《壇經》，後來又細察原文圖

版，竟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學術發現，於是開始從事相關的研究與論文寫作。

直到 2002 年開始以敦博本《壇經》為底本，細細參酌與校訂其他版本的敦煌

寫本與諸家校本，到了 2006 年 5 月終於有了初步的成果，而成《敦博本六祖

壇經校釋》一書。拙作完稿之後，回顧敦煌寫本《壇經》從發現至今，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研究、討論與著作發表甚多，同時對於各種寫本《壇經》的發現與

相關研究，應有必要分類整理一下，特別是文字校正方面，筆者從實際的文本

考察校訂中，試圖建構一個相關研究方法的理論思考及其操作程序，藉此能夠

分享微薄的成果與學界先進共同商量，再者也為後續研究敦煌禪籍奠定基礎並

思考可能的方向，此即為本文研究的學術動機與目的。 

再者，敦煌寫本《壇經》文字校正必然隱藏著「古為今用」的思路，從古

代文字轉化為現代通用文字的校訂，必須依循傳統校勘學的基礎，並且植基於

近百年來敦煌學的研究成果，以及禪宗學或佛教學的深厚素養，以上三項學術

研究的領域，皆非筆者此生所能窮究，僅從多年來實際一字一句的比對校勘

中，尋求一個校訂敦煌寫本《壇經》文字校正的方法與程序，因此本文試從校

勘的立場入手，試圖建構一個校訂方法的體例，在參酌敦煌學的成果中思考俗

字校訂的意義，最後以禪宗學與佛教學的思想背景中，抉擇審判文字校正後意

義的呈現或轉向，此為本文研究的進路與方法。至於五種敦煌寫本的價值與貢

獻，國內外諸家校本的優劣與得失，乃至於各校訂本文字校正的特點與錯誤部

分，皆非兩萬五千字以內的短篇論文可以詳細說明，為免掛一漏萬，又非本文

研究的重點，筆者亦有相關論文述及，本文確定研究的範圍為筆者多年來實際

從事校訂的心得報告與校訂體例的反省，此為本文研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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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種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的發現與公布 

（一）敦煌本（斯 5475）的發現與公布 

王圓籙於 1900 年 6 月 22 日（農曆 5 月 26 日）開啟了今編號為莫高第 17

窟的藏經洞，也正式開啟了跨越千年時空歷史封存的敦煌寫本等文獻，隨後十

餘年間遭遇外人以各種詐騙、竊奪與購買等手法，致使國寶散落他國博物館或

私人收藏。其中，第一份被發現的敦煌寫本《六祖壇經》，是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於中亞探險所得文獻中現存於大英博物館，由日本學

者矢吹慶輝在 1916 年赴英時所發現，學界將其定名為敦煌本《壇經》或敦斯

本《六祖壇經》，原編號「斯 377」，現編號為「斯 5475」（S5475），這也是舉

世公認並熟知的第一個敦煌寫本的《壇經》。 

這份寫本的發現，主要是在 1916 年與 1922 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1879-

1939）兩度遠赴英國倫敦調查及拍攝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佛教文獻，後來在

1928 年矢吹慶輝將敦煌本《壇經》校寫收編到出版的《大正藏》第 48 卷內，

首度刊行了敦煌本《壇經》的錄文。矢吹慶輝又於 1930 年將圖版發表於《鳴

沙餘韻》，國際佛學界從此展開一連串對敦煌本《六祖壇經》的相關研究。由

於這個版本在近八十年前的日本刊行，國際佛學界關注及研究者甚多，2 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矢吹慶輝發現此本之後處理的方式，他首先選擇了「校寫」的形

式，這是第二手的處理，並不能夠滿足佛教學者與教界的理想需求，隔了兩年

則將圖版發表在《鳴沙餘韻》中，這則是十分具備關鍵性的創意與貢獻，這也

代表著敦煌本《壇經》正式的出現於世，這離 1900 年藏經洞被發現以來，足

足晚了 30 年。 

後來，鈴木大拙（1870-1966）對此寫本進行研究，在 1934 年刊行校訂本

                                                   
2  近八十年來的《壇經》研究，就是環繞著敦煌本《壇經》為中心，開展一系列對

版本、惠能思想、敦煌禪籍……等相關問題之研究，可謂成果豐碩。在敦博本

《壇經》正式公布以前，相關於《壇經》的研究也有六十年以上的歷史，其中多是

國際上知名的學者，如宇井伯壽、關口真大、田中良昭、柳田聖山、胡適、呂

澂、印順、郭朋、潘師重規、周紹良與楊曾文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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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敦煌出土六祖壇經》（森江書店版），全書分為五十七節（折），皆加標點

與撰文加以解說。3 胡適在 1927 年回國路過日本東京時，即知矢吹慶輝已經

得到敦煌本《壇經》的影本，並在其《神會和尚遺集》序言中，一句話點出其

學術價值的重要性：「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4 在 1930 年 4 月 1 日的

這篇序言中，胡適也提到矢吹慶輝將《鳴沙餘韻》寄贈給他的事情，同時也得

到「又承 Dr. Giles 代影印倫敦原本」的紀錄，這也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看到敦

煌本《壇經》的原文圖版。5 此後，到了 50 與 60 年代學術界曾經掀起一場關

於胡適與錢穆等人對於《壇經》考證或是論證的風潮，但是對於寫本《壇經》

的研究並沒有重大的突破。到了 80 年代開始，拜科技資訊發達迅速之便，《壇

經》隨著各種敦煌寫本出版品的印刷與流通，推向了一個新的研究高峰。6 

（二）敦博本（敦博 077-4）的發現與公布 

除了敦煌本《壇經》之外，尚有一份完整寫本的《壇經》版本，那就是敦

博本《壇經》。敦博本的發現是一項重大的學術事件，那是敦煌名士任子宜在

                                                   
3  見楊曾文，〈禪宗文獻研究在日本〉，筆者所見是收錄在藍吉富主編的《禪宗全

書》第 37 冊，頁 217。 
4  胡適為當時發現的敦煌本《壇經》一句話確定其學術的價值，這是學者的眼光，

也點出了日後研究的目標。見胡適，《神會和尚遺集》序言，《神會和尚遺集》，頁

3。 
5  然而，從 1930 年至今，已經超過 70 年的時間，相關的研究非常多，可是佛教學

界與宗教界似乎仍在觀望敦煌寫本《壇經》，並未重視其應有的地位。關於此點，

周紹良曾經在《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的「整理說明」中感慨的說：「本世紀初，敦

煌莫高窟藏經洞中出現了唐五代寫本《壇經》，這是一樁重要發現。但經過七八十

年，始終沒有人對之加以認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問，原因是沒有人對它進行

深入的研究。」見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整理說明，頁 1。 
6  誠如鄭阿財所說：「80 年代後，拜科技發達之賜，敦煌資料的流通逐漸普遍。

1981 年，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14 輯 140 冊陸續印行（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1986）。英、法、北京所藏敦煌寫卷影本，方便披閱，促使研究環境快速提昇，敦

煌學研究也開始跳脫抓吃式個別寫卷的研究方式，而步入專題式的研究。」見鄭

阿財，〈二十世紀敦煌學的回顧與展望──臺灣篇〉，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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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發現與收藏的一個《壇經》寫本，7 這一份寫本的前後，記有任子宜

手書發現此抄本的時間與地點：「（經前）此經余於民國二四年四月八日得之於

千佛山之上寺。任子宜誌。……（經後）民國廿四年四月八日獲此經於敦煌千

佛山之上寺。任子宜敬誌。」8 這個發現的時間點，據魏錦萍〈任子宜與敦煌

文物〉一文指出確係為農曆的四月八日，9 當時擔任敦煌縣教育局局長的任子

宜，從原本出土於莫高窟藏經洞，後來保存於莫高窟上寺中獲得此書，這部禪

籍包含了五種文獻，其中敦博本《壇經》為編號的第四種，其他分別為：《菩

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見性壇語》、《南宗定邪正

五更轉》與《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 

到了 1943 年 2 月，向達（1900-1966）奉北京大學之命，參加中央研究院

西北史地考察團到敦煌考察，在任子宜家獲見此本，首先發現了這部禪籍的學

術價值。在翌年九月完稿的《西征小記》一文中，向達對此本做了簡單的描述

和考證。10 向達曾將此本《壇經》手抄存留，也讓其他人看過，因此就有轉

抄本流傳，目前仍可見向達的手抄本，收於潘師重規的《敦煌壇經新書》一書

的附錄三。11 敦博本《壇經》在向達親見手抄之後，未能及時出版，這是後

                                                   
7  據魏錦萍〈任子宜與敦煌文物〉一文指出，任子宜為甘肅敦煌人，曾任敦煌民眾

教育館長、教育局局長等要職，與于右任、向達及張大千等人友善，收藏有敦煌

寫本等珍貴秘籍。詳見魏錦萍，〈任子宜與敦煌文物〉，頁 56。 
8  這段紀錄，係引自楊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198 的原文：「任子宜所

收藏的這個抄本，在建國後輾轉到敦煌縣博物館珍藏，文書編號為七七號。抄本

的前後封皮用的是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的《西北日報》報紙，在《南宗

定是非論》正文前及《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題下右側，都有任子

宜寫的發現此抄本的時間地點。」 
9  詳見魏錦萍，〈任子宜與敦煌文物〉，頁 56。 
10  有關 1943 年向達先生發現敦博本《壇經》的這段文字，見於鄧文寛、榮新江，

《敦博本禪籍錄校》，前言頁 12。後來，向達先生在 1944 年又到敦煌，曾經先後

兩次手抄敦博本《壇經》，第二次手抄本，曾記錄抄錄於 1944 年 8 月 13 日，同此

書，頁 15。向達曾經懷疑此書為「當是五代或宋初傳抄本」，這個看法，筆者不

甚同意，因為按照書末附錄所記，可能要早於五代，相關論證另將撰專文發表。

關於向達〈西征小記〉此文，寫於 1944 年 9 月，初發表於 1950 年《國學季刊》

第 7 卷，第 1 期，頁 22。本文所引係出自後收入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

明》，頁 368-369。 
11  見潘師重規，《敦煌壇經新書》，頁 24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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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能廣為流傳的最主要原因，也讓敦博本《壇經》與敦煌本《壇經》兩者之

間公布於世的時間出現了很大的差距，也造成後來學者廣泛深入的研究敦煌本

《壇經》，卻將其視為「惡本」，貶損了敦煌寫本《壇經》應有的學術價值。相

反的，如果敦博本《壇經》能夠在向達親見手抄之後，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照相

技術而公布圖版於天下，那麼敦博本《壇經》優於敦煌本《壇經》的事實就會

呈現，學術界也必然會重新思考敦煌寫本《壇經》的學術價值及宗教傳播上的

意義，也不至於讓較為雜駁錯訛及漏抄五段的敦煌本《壇經》主導了數十年的

寫本《壇經》學術研究主流，其中也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當時任子宜及向達等

人未能掌握先進的照相技術，未能如 1922 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到英國倫敦拍

攝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佛教文獻，在 1930 年就將圖版發表於《鳴沙餘韻》

中，可是敦博本《壇經》的圖版，卻是在 1993 年 6 月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

教叢書．禪宗編》一書中，第一次正式出版刊行了敦博本《壇經》的書影圖

版，這比敦煌本《壇經》書影的公布遠遠晚了 63 年之久！12 

目前可見敦博本《壇經》的書影，原以 1997 年 12 月周紹良（1917-

2005）編著之《敦煌寫本壇經原本》中的照相圖版為所能看到敦博本《壇經》

最為清晰。13 後來在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出版的《甘肅藏敦煌文

獻》，八開本六大冊中看到更為清晰的影本。筆者亦曾於 2007 年 7 月親赴敦煌

市博物館檢視「敦博 077 號」全彩掃瞄本，可惜此本全彩掃瞄並未公布於世，

因此學界仍以《甘肅藏敦煌文獻》為目前印刷發行中可見最為清晰的黑白影

本。 

在 1943 年之後，敦博本《壇經》突然失去蹤影，據魏錦萍〈任子宜與敦

煌文物〉一文中提及曾經在 1951 年 3 月群眾由縣城（敦煌縣今改為敦煌市）

東街小學院內挖出該寫本，然後縣政府遂將此書交於文化館收藏。14 雖說如

此，敦博本《壇經》在 1943 年之後，已經下落不明，在 1998 年 12 月由鄧文

寛、榮新江兩位先生編撰的《敦博本禪籍錄校》一書中，曾指出敦博本《壇

                                                   
12  詳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 
13  詳見周紹良編著，《敦煌寫本壇經原本》，頁 64-105。 
14  詳見魏錦萍，〈任子宜與敦煌文物〉，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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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於 1985 年即已被鄧文寬與攝影師楊術森將其攝影，15 同時在 1986 年由

榮恩奇整理而出版的〈敦煌縣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收入在《敦煌吐魯番

文獻研究論集第三輯》中，其中對敦博本《壇經》有詳細的規格記載。16 

除此之外，真正讓敦博本《壇經》重現天下而受到學術界注意的是周紹

良，他在楊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一書的贈序中自述其發現敦博本《壇

經》的經過：「一九八六年（方廣錩以為是 1983 年）成立敦煌吐魯番學會，

承邀赴敦煌訪問，在參觀敦煌縣博物館時，於展櫃中赫然陳列一本《壇經》，

因請主事者提出細檢，則任子宜舊藏本也。大喜過望。……旬日攜返，細加檢

視，並出倫敦藏本照片對勘，其錯落衍誤者，大多得以補正。過去研究者據倫

敦藏本加以臆測、考證、訂補之處，得此本而霍然，毋庸費辭矣。」17 

（三）其他三個寫本的發現與公布 

除了敦煌本與敦博本之外，屬於敦煌寫本系列的《壇經》，尚有「北圖有

本」（北京圖書館有字 79 號殘片）、「北圖岡本」（北京圖書館岡字 48 號）與

「旅圖本」（殘存首尾照片）。18 其中，北圖有本僅存殘片 1 葉 77 字（敦煌寫

本原件本文定義為「葉」，後來編排出版的圖像定義為「頁」），旅圖本殘存首

尾兩幀相片，北圖岡本則殘存 14 葉，約為全本的六分之一，皆可以參酌為校

                                                   
15  詳見於鄧文寛、榮新江，《敦博本禪籍錄校》，前言頁 18。文中提及：「一九八五

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下設的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派本書作者之一鄧文寬前往

敦煌，與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攝影師楊術森一起，在榮恩奇先生的大力支持

下，將包括這部禪籍在內的敦煌市博物館藏卷攝回。以後我們即開始對這五種禪

籍加以整理，但由於參考文獻不足，工作進展較慢。直到近年，海外研究文獻的

收集有了長足的進步，才將整理工作全面鋪開。」 
16  見於榮恩奇整理，〈敦煌縣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收入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

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三輯》，頁 583-584。 
17  此文見於楊曾文校寫，《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周紹良序頁 3，周紹良此序寫

於 1991 年 7 月 22 日。 
18  參見李際寧，〈旅順博物館舊藏大谷光瑞本敦煌遺書について〉，收錄於《草創期

の敦煌學──羅・王兩先生東渡 90 周年記念日中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記録》，

2002 年 12 月 20 日刊，頁 22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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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素材。 

其中，「北圖岡本」方廣錩稱為「北本」，目前編號為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藏 BD04548 號背 1，在 1930 年前陳垣首先發現並著錄於《敦煌劫餘錄》中，

可惜沒有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後來在 1991 年日本田中良昭注意到該寫卷並首

次發表錄校。 

此外，「北圖有本」方廣錩稱為「北殘片」，這是在 1996 年由方廣錩所發

現，並於 1998 年發表錄文。19 

「旅圖本」方廣錩稱為「旅博本」，此本的發現與流傳有些離奇，原由日本

橘瑞超在 1910 年前後得於敦煌並著錄，20 此著錄後由羅振玉公布。原件輾轉

留存於旅順博物館，後來下落不明。在 1989 年日本龍谷大學公布該校所存照

片 3 張，其中屬於《壇經》僅 1 張，其餘為其他文獻。 

除此之外，與敦煌本、敦博本同源的西夏文《壇經》，也是值得吾人留

意，這也是代表敦煌的流傳本。因為，在 1930 年《北平圖書館館刊》413 期

的西夏文專號上，發表了羅福成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殘本釋文》，其中殘本

五葉譯為漢文。此後，日本的川上天山據此進一步研究，發現此西夏文《壇

經》與敦煌本《壇經》完全一致。21 

再者，五種寫本《壇經》的發現與處理方式，若以敦煌本與敦博本《壇

經》為主要考察對象，筆者以為具有四項歷史的意義： 

其一，矢吹慶輝將敦煌本壇經校寫後收編到出版的《大正藏》第 48 卷

內，首度刋行了敦煌本《壇經》的錄文，這是一種學者專家的研究方法，優點

是經過學者的研究，讀者可以得到更為正確的版本，不至於受到俗寫文字的影

響而障礙了閱讀；缺點是學者的本身專業術養與校訂謹慎工夫如果不足時，則

                                                   
19  參見方廣錩，〈敦煌《壇經》新出殘片跋〉，載於日本《禪學研究》第 76 號。 
20  橘瑞超（1890-1968），日本僧人兼探險家。他在 1908 年參加大谷光瑞的第二次探

險隊，1909 年在樓蘭發現十分著名的李柏文書，曾經轟動一時。接著在 1910 年前

往英國會見斯坦因後同一年回到敦煌，從莫高窟藏經洞又搜購另一批當時中國政

府未及處理及運走的敦煌文書，其所發現的《壇經》寫本，就曾著錄在其所編之

《敦煌將來藏經目錄》中。 
21  見楊曾文校寫，《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234。另，可參閱史金波，〈西夏文

《六祖壇經》殘頁譯釋〉，《世界宗教研究》，頁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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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到錄文的品質與可能曲解的經文，再者研究時間的延宕，則會關係其他

學者或大眾閱讀接觸的時效性。矢吹慶輝約花了 6 年的時間校寫，掌握了學者

的優先解釋權。 

其二，矢吹慶輝在 1916 年與 1922 年兩度遠赴英國倫敦拍攝大英博物館收

藏的敦煌佛教文獻，這對當時的科技水平而言，實際上是掌握了先進的技術，

並且首先挑選了敦煌本《壇經》為主要內容之一，足見其敏銳的學術眼光與運

用科技的思維判斷，這也是現代學術研究掌握古代出土文獻的一種典範模式，

特別是在 1930 年將圖版發表於《鳴沙餘韻》公布以後，對於開啟敦煌寫本

《壇經》的後續研究，厥功甚偉。 

其三，敦博本《壇經》在 1935 年發現之後，錯過了向達在 1943 年的公布

良機，未能運用科技的方便，致使圖版在 1993 年才公布於世，至少延遲了 50

年的時光，引以為憾。 

其四，掌握先進的電腦圖片排版與資料庫比對的技術，筆者以為可以納進

整個敦煌寫本的研究成果，貫注導入在敦煌寫本《壇經》的相關研究上，並且

透過學術社群集體的合作與網路上資源分享與互動討論的研究模式，將敦煌寫

本《壇經》的研究，發展至爐火純青的境界，是為眼前學界的努力目標。 

三、敦煌寫本六祖壇經文字校正的學術價值 

筆者近年來從事敦煌寫本《壇經》相關研究的過程中，反覆思考文字校訂

的學術價值，以為校正工作之目的是「合於當世所用」，至於校正俗寫文字或

代用字，則必須講求確實有效的方法，都必須討論方法的優劣，然而許多方法

必須從實際研究的過程中才能逐一發現，許多從未下手親自實作研究的人，根

本無法以一種空泛的理論「套」在相關研究的領域中。同時，「校訂方法」與

「校訂方法的理論」仍有許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尤其是「校訂方法的理論」是

屬於「後設的」反省，這已經進入哲學研究的層次，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 

若以《壇經》現存或已知的版本觀察，從惠昕本以後的文字部份大多沒有

「文字歧異」的問題，因為那是經過精心的編輯、修改與增補的過程，當然在

內容上也就離開了當年所謂「法海」和尚集記的版本，特別是在宋代刻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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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以後，版本的差異已經不大。但是，反觀現存五種敦煌寫本《壇經》的文

字與內容，就會發現其素樸的原型或是流傳於民間的形態，或說是神會一系流

傳的抄本，這在文獻的學術價值上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透過文字的校

正，雖然有可能「少量的」破壞文本的形態，但是「大量的」增進現代人的理

解，這樣的學術工作是屬於「橋樑式」的學術基礎工程，對於現代與未來都具

有深遠的影響與價值。 

從國學傳統的「校勘學」，原是我國自漢代劉向（77-6 BC）奉成帝之命校

讎秘府書籍而逐漸形成的一系列整理古籍的專業知識，特別是發展到清代乾嘉

時期與近代運用科學方法整理校訂古籍，在國內外都有相當優異的成果。有關

於「校勘學」或是所謂「校讎學」的學術價值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定論，但是相

關於深入的「敦煌寫本校勘」，卻是一門獨特系統的學問，因為，雖然千百年

來發展成的校勘學思想必有其共法可資借鏡，但是混雜在「俗寫文字」、「代用

字」、「異體字」或是「錯訛字」或其他各種在抄寫時所形成的不明原因的寫

本，總要經過廣泛而深入的考究，才能廓清其原貌，像是敦煌變文從發現至

今，經過了三次大的彙集、整理，即王重民《敦煌變文集》、潘重規《敦煌變

文集新書》、黃征、張湧泉《敦煌變文校注》等，22 這些整理都是具有崇高的

學術價值，然而敦煌寫本中的禪宗典籍，卻未見到廣泛而深入的校訂。雖說如

此，國內外的學術界從敦煌本《壇經》與敦博本《壇經》發現以來，相關的校

訂與註釋不下二十餘種，但也始終沒有「一本定江山」的風雨名山之作，能夠

得到學術界的信服，筆者前後也花費數年功夫，自己省察也並不滿意，從拙作

《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問世以來，已逾年餘，反覆思索，淺見以為問題有

四，這也是建立文字校訂學術價值的根本衡量因素： 

第一，如何全面而深入的植基於傳統校勘學與中國文字、聲韻學與訓詁學

的基礎，廣博細緻的擁有敦煌學的豐富學識，以及相關寫本的基本認識，從而

形成敦煌學的校勘學，由此研究而形成評判的標準與義例。 

第二，若是在前項基礎上，能夠針對專門學科再深入研究，例如敦煌禪宗

典籍的校勘工作，應具備其學科的學術基礎，特別是針對專有名詞或術語，以

                                                   
22  見龔澤軍，〈《敦煌變文校注》讀劄〉，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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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某些禪宗思想意識形態的表達語言，同時也應具備佛教經論的認識，才能識

別與訂正專業眼光下才會發現的錯誤。 

第三，必須運用數位科技與現代研究方法，並且講求方法的體例與程序，

探討每一種校勘判例的學術義涵，研究相關方法的操作與實用性，廣泛而深入

的分析各家校訂的優劣得失並且建立分類的哲學範疇，才能建立一門校勘敦煌

寫本的學科。 

第四，必須針對某一項寫本專精深細的研究，以恆久持續的耐心，才能校

訂出較為完美的版本。 

除此之外，校訂的原則固然是「存復真實」，但是也必須是尊重現代人的

理解。換句話說，校正敦煌寫本《壇經》的文字之後，必須思考如何轉化為現

代白話的語言，然而這些語言是否是通達周全而符契於作者原義，甚或是一種

更優於文本的創新詮釋呢？因此，「校正」與「解釋」必須視為是現代校勘敦

煌寫本的體用關係或是內外互通的展現，兩者互為發明而蘊涵的學術價值，則

必然超越了其中單項的功能，這是筆者以為最為緊要的思考進路。 

四、敦煌寫本六祖壇經文字校正方法論的 
數位思考與建構原則 

（一）從建立學術規格完成文本的數位考察 

二十一世紀初，全球以「數位時代」的來臨開啟新思維的視野，從資源分

享到數位整合，當代學術研究的重點與敦煌學相關主題研究的程序，已從過去

主觀的、個別的、獨立的、類比的、模糊的、封閉的資源擁有與片面的資源利

用等研究模式，逐漸走向客觀的、集體的、團隊的、數位化的、精確的、開放

資源共享與全面平等資源利用的研究發展方向，若以此觀點檢視當代的學術發

展與敦煌學相關主題研究，吾人正是站在時代的轉捩點上，也是將傳統學術轉

向數位時代研究的關鍵時期。敦煌寫本《壇經》在文字校訂方面若以「數位

化」的標準審視，應該注意兩個層面是具有前瞻性的考量，其一是針對文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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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精密考察以成立學術規格，其二是從「線性文本」建構「數位（非線性）文

本」，23 將文字校正的方法與成果平等的分享，並且得以創新的詮釋與轉化利

用，發揮相關研究的最大效益。 

首先針對文本完成精密考察以成立學術規格，敦博本《壇經》是敦煌名士

任子宜先生在 1935 年發現與收藏的一個《壇經》寫本，在向達的〈西征小

記〉一文中，載有相關敦博本《壇經》的紀錄，另外在 1986 年由榮恩奇整理

而出版的〈敦煌縣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裡亦有詳細的規格記載。 

向達與榮恩奇的著錄，可以說是文獻學中目錄版本的題記，對於這個寫本

其規格體例，做了簡短的記錄，筆者以為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時至今日

21 世紀的數位時代，過去目錄版本學的題記，可能須要更為精確的規格體

例，正如同學術論文的 MLA 註釋規範，24 以為國際學術流通的溝通平台。特

別是數位時代的來臨，相關文獻版本的記載也要規範化與數位化，如同一般電

子商品或是軟體界面的安裝，應有一項「規格」的詳細說明，其目的不僅在精

確的著錄該文獻版本或寫本的基本資料，同時可以放在網路資料庫中，只要加

入搜尋的條件，自然可以快速的查閱原文或是相關資訊。筆者試以現有的相關

資料，擬出「現存五種敦煌寫本《六祖壇經》學術規格表」，讓讀者對此五種

敦煌寫本有更進一步清楚明白的認識：25 

 

 

                                                   
23  傳統的紙質文本被稱為「線性結構」的文本，電子超文本則是「非線性結構」的

文本，所謂的「線性」與「非線性」，如戴耐生指出：「線性與非線性首先是數學

上的概念，非線性是相對於線性而言的。所謂線性是指量與量之間的正比關係，

在兩維、三維空間中表現出來是一根直線。在線性系統中，部分之和等於整體，

疊加原理成立。而在非線性系統中，凡是非線性的圖像總可以找到一條直線和它

至少有兩個以上的交點，這就引起多值性，疊加原理失效。」見戴耐生，〈社會發

展的線性與非線性〉，頁 76。 
24  相關 MLA 的定義，可參見任曉晉，〈英語論文 MLA 格式要求評介〉，頁 116 中的說

明。 
25  此項表格的形成，除了方廣錩研究論文外，也參酌大量資料，詳加考辨，特別是

敦博本、敦煌本與北圖岡本皆由筆者一字一句親自點算，加上另外兩個殘本也重

新核算字數與行數，以期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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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五種敦煌寫本《六祖壇經》學術規格表 

1 寫本簡稱 敦煌本 敦博本 北圖有本 北圖岡本 旅圖本 

2 經題全稱 

南宗頓教最上大

乘摩訶般若波羅

蜜經六祖惠能大

師於韶州大梵寺

施法壇經 

南宗頓教最

上大乘摩訶

般若波羅蜜

經六祖惠能

大師於韶州

大梵寺施法

壇經 

無 無 

南宗頓教最上

大乘摩訶般若

波羅蜜經六祖

惠能大師於韶

州大梵寺施法

壇經 

3 方廣錩稱 斯本 敦博本 北殘片 北本 旅博本 

4 其他簡稱 

敦斯本、 
英倫S.5475號、 

斯坦因本 

敦煌新本、

任子宜本、

甘藏本 
北圖方本

北京 8024 號、 
北京本、 
北圖藏本 

大谷光瑞本 

5 寫本卷數 一卷 一卷 （殘） （殘） （殘） 

6 開示講者 禪宗六祖惠能 
禪宗六祖 

惠能 

（禪宗六祖

惠能） 

（禪宗六祖 

惠能） 
禪宗六祖惠能 

7 集記人物 惠能弟子法海 
惠能弟子法

海 

（惠能弟子

法海） 

（惠能弟子 

法海） 
惠能弟子法海 

8 文獻形式 

全本冊子 

首尾完整 

（方廣錩稱 

縫繢裝） 

全本冊子 

首尾完整 

（方廣錩稱 

縫繢裝） 

殘頁 

卷軸裝 

首尾均斷，

原為兌廢稿

殘本卷子 

首殘尾全 

（方廣錩稱 

卷軸裝） 

原首尾完整 

後下落不明 

現殘存首尾 

照片 2 張 

（方廣錩稱 

縫繢裝） 

9 著錄編號 斯 5475 敦博 077-4 

北京圖書館

有字 79 號

殘片（新編

號為北敦

8958 號）、

中國國家 

圖書館藏

BD08958 號

北京圖書館岡字

48 號（膠卷

8024） 

中國國家圖書館

藏 BD04548 號 

背 1 

無編號 

10 發現人物 
斯坦因、 

矢吹慶輝 
任子宜 方廣錩 陳垣 日本橘瑞超 

11 發現年代 

日本學者矢吹慶

輝在 1916 年與

1922 年赴英時

所發現 

1935 年（農

曆）4 月 8 日
1996 年 

1920 年代陳垣首

先發現並著錄於

1931 年出版之

《敦煌劫餘錄》中 

191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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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發現地點 

大英博物館 

（原莫高窟 17 號

藏經洞） 

敦煌千佛山之

上寺 

中國國家 

圖書館 

京師圖書館

（現中國國家

圖書館） 

敦煌地區 

13 原本現藏 
英國圖書館 

（大英博物館） 
敦煌市博物館 

中國國家 

圖書館 

中國國家圖

書館 

日本龍谷大學

圖書館現藏首

尾兩張相片 

14 版本裝訂 
梵夾式蝴蝶裝

冊子本 

梵夾式蝴蝶裝

冊子本 

寫經紙 

抄錄本 

寫經紙 

抄錄本 

梵夾式蝴蝶裝

冊子本 

15 寫本長寬  

紙高 32.2 公

分、紙寛 23.4

公分 

   

16 首次著錄 

1928 年矢吹慶

輝校寫收編到

出版的《大正

藏》第 48 卷內 

1944 年 9 月向

達完稿之《西

佂小記》，後見

於榮恩奇整理

之〈敦煌縣博

物館藏敦煌遺

書目錄〉 

1998 年 3 月

發表錄文 

1910 年代日

本橘瑞超得

於敦煌並著

錄，該著錄

後由羅振玉

公布 

1926 年葉恭綽

撰《旅順關東

廳博物館所存

敦煌出土之佛

教經典》 

17 影本發行 

1930 日本矢吹

慶輝編《鳴沙

餘韻》 

(1)任繼愈主編

《中國佛教叢

書．禪宗編》 

(2)周紹良編著

《敦煌寫本壇經

原本》 

(3)李申、方廣

錩《敦煌壇經

合校簡注》 

(4)甘肅人民出

版社《甘肅藏

敦煌文獻》 

(1)周紹良編

著《敦煌寫

本壇經原

本》 

(2)李申合

校．方廣錩

簡注《敦煌

壇經合校簡

注》 

(1)周紹良編

著《敦煌寫

本壇經原

本》 

(2)李申合

校．方廣錩

簡注《敦煌

壇經合校簡

注》 

(1)周紹良編著

《敦煌寫本壇經

原本》 

(2)李申合校．

方廣錩簡注

《敦煌壇經合校

簡注》 

18 首次錄校 

1934 年日本鈴

木大拙、公田

連太郎首度發

表錄校 

楊曾文於 1993

年首次發表 

錄校 

1998 年 3 月

發表錄文，

載於《敦煌

〈壇經〉新出

殘片跋》，載

日本《禪學

研究》 

第 76 號 

1991 年日本

田中良昭於

〈松ケ岡文庫

研究年報第

五號〉首次

發表錄校 

1995 年潘重規

首次利用該照

片進行錄校 

19 寫本頁數 
原小葉 6 行為 

1 葉共 89 葉 

原小葉 6 行為 

1 葉共 84 葉 
原頁數不詳 原頁數不詳 原頁數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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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整理頁數 
將 2 葉併為 

1 頁共 45 頁 

將 2 葉併為 

1 頁共 42 頁 
殘片 1 葉 殘存共 14 葉 原共 45 葉 

21 寫本行數 
共 549 行 

（另經題 3 行） 

正文共計 493

行（經題 2 行

與末記除外） 

僅存 5 行 

僅存 156 行

（另末經題與

附錄共4 行）

僅存 5 行 

（另經題 3 行） 

22 每行字數 
平均每行在 17

至 25 字之間 

平均每行在 21

至 27 字之間 
6 至 18 字 

平均每行在

23 至 28 字

之間 

平均每行在 22

至 23 字之間 

23 寫本字數 

共 11532 字 

（含經題 47 字）

（含末經題 

13 字） 

共 11617 字 

（含經題 

47 字） 

（含末經題 12

字與原附錄文

字 64 字） 

僅存 77 字 

共 4020 字 

（含末經題

12 字） 

（含附錄 

64 字） 

共 160 字 

（含經題 

47 字） 

（正文 113 字） 

 

楊曾文在〈敦博本《壇經》及其學術價值〉一文中曾指出：「從字數看，

敦博本為一萬二千四百字左右。」26 可是經過筆者詳細精確的一字一行清

點，發現敦博本《壇經》實際的行數字數為全文共 493 行，另含經題、末經題

與附錄文字，全文合計共 11617 字。27 

另外，楊曾文在〈敦博本《壇經》及其學術價值〉一文中曾經又指出「敦

博本抄漏字句較少。據比較核查，敦煌本抄漏三行六十八字。」28 這個說法

後來被學界大量引用，卻不詳察是否如此，筆者詳審原文，發現敦煌本相對於

敦博本《壇經》並非漏抄「三行六十八字」，而是漏抄了五段九十八字。29 至

於全文除了經題、末經題與附錄文字之外，筆者曾製表統計每一行的字數，然

後全部加整而得到 11617 字的結論。同時，筆者已將五種敦煌寫本《壇經》的

原文圖像中的文字，都以電腦圖像處理技術剪下而成立的檔案給予編號，然後

一個一個文字在電腦中比對與歸納，其中也注意到上下文字的脈絡意義。以上

的研究或整理的方法，主要著眼於「精確性」與「數位化」，希望將來能夠針

對敦煌寫本中的禪宗文獻，乃至於其他文獻如變文的校正工作，提供一個「數

                                                   
26  楊曾文校寫，《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223。 
27  詳見拙作，《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頁 276-279。 
28  見楊曾文校寫，《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225-227。 
29  詳見拙作，《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頁 27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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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文本」的基礎工程與文獻，可資學界進一步的運用，如此可以交換研究的成

果，加速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達到資源共享與學術社群團體合作而快速累進成

果的模式，這也是身處 21 世紀數位時代中方法論的思考。 

 （二）分析文本以建立校正的原則與體例 

古今學者論及校勘的方法甚多，近代以來推崇陳垣校訂《元典章》總結的

「校法四例」最為精要，分別是「對校」、「本校」、「他校」與「理校」。30 其

中「理校」是指通過推理以校正訛誤，所謂的「理」，包含了思想的義理、事

物的通理與文詞脈絡的文理，這其中又以思想的義理最為重要，卻也是最為困

難與複雜的部份，必須十分謹慎與反覆的推敲斟酌。若以此概念思考敦煌寫本

《壇經》的「理校」，則又發現掌握禪宗精神與惠能思想則是通篇校正最為核

心的關鍵點，有時一字之差，可能乖解文義甚或顛倒是非，許多校正者，在校

對的過程中，各憑己見，或智或仁，執持個人見解堅確不移，然而真理是愈辨

愈明或是不辨自明，愈辨愈明的是反覆討論後容易形成共識；不辨自明的是校

正者若有深厚的禪宗學術養，一眼便知應做何解釋，不會拘泥文義，但畢竟不

是普遍性的認識，若能清晰深刻的剖析義理，加之博證旁參，自然能得到肯定

而正確的校正。 

筆者曾針對敦博及敦煌等兩本《六祖壇經》中的各種代用字，即有別於現

代通用的其他任何字體，都列入《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附錄四「敦煌兩本六

祖壇經代用字對照表」此表中，詳細的歸類及整理。其中，包括敦煌寫本的俗

字、古今字、通借（通假）字、異體字、同義字等。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釐訂敦

煌兩本《壇經》中各種字體的使用情況，使其歸入於適合現代閱讀與流通的體

系，讓今後敦煌寫本《壇經》的閱讀者，不再因為文字紛雜錯繆而產生困擾。31 

在此基礎上，筆者整理發現敦煌寫本《壇經》代用字中「衣」（依）（提）與

                                                   
30  見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卷 6〈校例〉。 
31  本表的製訂乃參考大量相關的校訂與注釋，筆者從敦煌兩本《壇經》中爬梳出

217 個代用字，將其歸類並對照比較。詳見拙作，《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頁

29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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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互相代用的情形，還有「議」與「語」、「已」與「與」代用，其中還

包含了「起」與「去」的代用情形，因此「起」與「去」字應屬同義字，只是

因為音近以致混用，有關敦博本《壇經》校訂的代表著作是鄧文寛、榮新江的

《敦博本禪籍錄校》，其書以為是唐五代河西方音的因素，以至於抄手在抄寫時

造成的現象。 

敦煌寫本《壇經》的「理校」內容與特色，筆者淺見以為應依據惠能講解

《金剛經》內容的要旨觀察，這是「般若無住」的思想，強調「於一切法上，

無有執著」，惠能從人的本性本來就不執著說法性的「本體」（體）是無住的，

再說不執著的「境界」（相）是開悟解脫，再說修行的「工夫」（用）也是不執

著的，所以體、相、用都是不執著的。這也是判斷上下文義是否通達於惠能思

想而據以校正的理據，這也是「理校」敦煌寫本《壇經》的主要內涵。 

從敦煌本《壇經》發現並公布近八十年以來，國內外相關的校訂本不下二

十餘種，筆者以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分為三期： 

第一期：從 1900 年發現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至 1934 年鈴木大拙的校刊── 

本期主要的校本是矢吹慶輝於 1922 年拍攝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本《壇

經》以後，在 1928 年校寫收編到出版的《大正藏》第 48 卷內，這是首校本，

也是早期錯訛最多的校本。1930 年於《鳴沙餘韻》公布圖版後，鈴木大拙在

1934 年刊行校訂本的《敦煌出土六祖壇經》，將全書析為五十七節（折），皆

加標點與撰文加以解說，這也是早期校本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校本，其所析分的

五十七節，後來成為國際學術界討論的規格，雖然也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做

為研究的分段，亦是方便後人的研究。 

第二期：從 1934 年以後至 1993 年楊曾文發表敦博本《壇經》校註本前── 

從鈴木大拙在 1934 年刊行校訂本以後，以敦煌本《壇經》為中心的校訂

工作一直持續的進行著，其中的代表著作有閻波爾斯基 Philip B. Yampolsky 於

1967 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寫本六祖壇經譯注》、印順法師

校寫於 1970 年的《精校燉煌本壇經》（後來收錄於《華雨集》第 1 冊），郭朋

（1920-2004）於 1981 年齊魯書社出版的《壇經對勘》及 1983 年出版的《壇經

校釋》，金知見於 1989 年韓國民族社出版《校注「敦煌六祖壇經」》等。 

第三期：從 1993 年楊曾文發表敦博本《壇經》校註本後至今（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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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86 年周紹良重新發現敦博本《壇經》後，由楊曾文首度於 1993 年上

海古籍出版社發表《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之後（後於 2001 年由宗教文化出版

社修訂為《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許多重要的校訂本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潘師重規於 1994 年由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以手書校寫出版了《敦煌壇經新

書》，周紹良於 1997 年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寫本壇經原本》，鄧文

寬、榮新江兩位於 1998 年由江蘇新華書店出版了《敦博本禪籍錄校》，李申、

方廣錩於 1999 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壇經合校簡注》，筆者於 2006

年由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了《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32 

以上三期除了筆者的拙作之外，皆是敦煌學或禪宗學方面專家學者的大

作，然而在研究方法上卻有很大的不同，至於研究的成果也未必達於不可超越

的頂峰，許多研究方法的探究與改進，正是本文研究的重點項目。 

筆者試從各校本校訂依據的底本、校訂的方式、對敦煌寫本《壇經》的評

價與校訂文字的歸納及內容部分做比對。筆者發現以下四項具體的問題── 

第一，就依據的底本來看── 

大抵上都以敦煌寫本《壇經》的影本為主要依據，但也參酌了其他校本的

研究成果或其他版本的校訂文字。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敦博本的出現，致使

《壇經》的校訂工作有新的進展，在潘師重規與楊曾文先生的研究對象上也是

以此為基礎的，鄧文寬、榮新江《敦博本禪籍錄校》更是以敦博本 077 號的五

種禪籍做整體的研究。換句話說，在敦博本《壇經》正式公布以前，大家環繞

著敦煌本為中心，其中的文字或因通俗手抄而致產生許多辨讀的歧義，一般歸

於誤謬惡本，唯有潘師重規獨排眾議，以為是當時約定俗成的通行文字。然

而，在敦煌本是當時問世以來的唯一孤本的情況下，實在很難斷定此是法海原

本的抄本，也很難校定其中文字的真訛。因此，敦博本的價值之一，就在證明

敦煌本確實是當時所流通的一個抄寫本。此外，在其他相關三個殘缺的寫本陸

續發現以後，五本互校的情形已是基本的要求，參酌其他如惠昕本等不同版本

的參校，也是必然的進路。 

 

                                                   
32  其他的著作尚有十餘本，不再一一提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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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校訂的方式來看── 

這個部分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來說，一個是校訂後出版的形式，一個是校訂

的方法。前者，唯獨潘師以毛筆字書寫清繕完稿與《敦博本禪籍錄校》手寫繁

體字錄校外，其他皆以鉛印或印刷的方式處理。在今天資訊發達快速流通的時

代，以毛筆字書寫或印刷方式出版，或許不如電腦通行文字經由電腦網路而流

通得更為廣泛與更為迅速，特別是公布寫本圖影能夠提供研究者較為直接的研

究素材。 

至於校訂的方法而言，潘師與郭朋皆有明白的說明，顯然肯定了校訂方法

論的可能性。 

第三，就對敦煌寫本《壇經》的評價來看── 

這個部分，潘師以其深入的敦煌學研究，明確的指出：「我們認為是訛誤

的文字，實在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文字。」33 潘師以尊重時代的背景與客觀研

究的精神，認為我們不能以現代人的眼光與現代的文字書寫方式，去否定唐代

當時的通行文字，筆者對於這個觀點十分贊同，同時也對於歷來研究敦煌寫本

《壇經》或部分的敦煌學的研究學者，輕率的以為敦煌寫本《壇經》的文字是

「字跡混亂，錯訛太多」，或是「鄙俚繁雜」、「寫誤書落」等負面評價。事實

上，如果學界站在同意潘師重規的說法上時，就會發現學界必須重估敦煌寫本

《壇經》的學術價值，更有別於後世增添竄改的本子。換句話說，學界乃至佛

教界都應該秉持求真求實的客觀態度，肯定敦煌寫本《壇經》的原始價值，以

做為討論研究或修行法本的憑藉。至於，後世流行的宗寶本或其他版本，特別

在佛教修行的法理上做為參考可也。因此，對於敦煌寫本《壇經》的評價，直

接關聯到學術認定與修持遵循的判斷標準，所以大有討論空間，也至為重要。 

第四，就校訂文字方法的歸類來看── 

由於對俗寫通假文字的判斷標準並不一致，所以宇井伯壽歸為五類（偏

                                                   
33  潘師重規以為：「我經過長期涉獵敦煌寫本之後，啟發了我一個客觀深入的看法。

我認為語言文字，是心靈思想的符號。……新造之字，如得大眾認可，獲大眾使

用，這亦是約定俗成。約定俗成的文字，便不容任何人把他抹殺。根據這一理

念，加以觀察許多敦煌寫本中我們認為是訛誤的文字，實在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文

字。」見潘師重規，《敦煌壇經新書》，〈緒言〉，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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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旁誤、相似之誤、偶然之誤與音同互用），楊曾文先生歸為三種錯訛文字

（音相同或相近而被誤寫、字形相近而被誤寫與其他錯訛者），但是潘師重規則

不以「錯誤」這種負面價值評語判斷而區分為六項條例，分別是字形無定、偏

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與標點無定等條例。潘師重規在《敦

煌壇經新書》中特別提到「約定俗成」的語言文字使用觀念，並且針對個別文

字加以解說，並且重新肯定《龍龕手鑑》的學術價值等，也是十分值得重視與

參考。34 綜合而論，潘師重規《敦煌壇經新書》的研究成果，具體有四項： 

第一，從「約定俗成」的語言文字使用觀念，重新確立敦煌寫本《壇經》

真實的反應晚唐五代到宋初可能的《壇經》形式及其學術的價值。 

第二，從敦煌俗寫文字的相關研究背景中，能夠真實呈現與無瑕的轉換敦

煌寫本《壇經》的俗寫文字而成為現今通行的用字。 

第三，以敦煌本《壇經》與「向達手鈔敦煌市博物館藏任子宜本」兩本互

校為底本，重新以毛筆字校寫手抄成《敦煌壇經新書》，秉持「一字不容增

減」的精神，以書法手書敦煌寫本《壇經》的校訂工作，形成一個新的版本，

可供日後各種敦煌寫本《壇經》的參校。 

第四，以敦煌本《壇經》為底本參校敦博本的思考進路，有助於銜接過去

近八十年來的《壇經》研究校訂的工作成績。 

在校訂文字方法方面，另外一本有關校訂的代表著作是鄧文寛、榮新江的

《敦博本禪籍錄校》，代表大陸敦煌學界對敦博本《壇經》的重要研究成果，這

本以敦煌學研究文字的基礎，輔以「河西方音」聲韻學的考據，為敦煌寫本

《壇經》的校訂做出了貢獻，其成果也令人敬佩。其具體的研究成果有四項： 

第一，鄧文寛與榮新江兩位先生以其敦煌學的學術專長為研究背景，尤其

鄧文寛曾經親視原件，並長年研究敦博本《壇經》，再做多年的考訂，校訂精

                                                   
34  潘師重規重新肯定《龍龕手鑑》的學術價值，其主要的說明是：「龍龕手鑑為佛徒

據佛藏寫本編成之字書。古代寫本已蛻變為版刻書籍，似已失去編集時之作

用；……是則謂龍龕手鑑即敦煌寫本專造之字書可也。清儒不見敦煌遺書，未明

真相，橫加詆毀，遂使龍龕手鑑之功效，鬱千載而不彰。今幸得窺其奧蘊，使後

之學者取敦煌寫本以證手鑑而手鑑明；取手鑑以證敦煌寫本而寫本明，行均編集

之功於是為不唐捐矣！」見潘師重規，《龍龕手鑑新編》，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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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詳切，成果斐然。 

第二，該書詳細的著錄敦博本《壇經》發現的過程與版本結構的形式，並

大量參酌其他相關研究的著作。 

第三，以敦煌學研究俗寫文字的學術基礎，輔以學術界對西元九、十世紀

的「河西方音」聲韻學的考據，為敦煌寫本《壇經》的俗寫文字校訂做出了重

大的貢獻。 

第四，以手抄精校的謄寫，詳細的著錄各種版本文字的差異，不僅符合學

術的體例，也是大陸與日本學界各種相關校訂研究中錯誤最少的著作。 

筆者在拙作《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一書寫作中，曾經反覆思考校釋的體

例、校正訛誤的原則與校訂的方法為何，發現諸家所持的方法與進路頗有不同

之處，但筆者在參酌之後，決定以自己的研究過程加以歸納，所持的理由是有

三：一者是參考他人校正的方法是必須加以消化的，二者獨立的研究必然有獨

立成為一個系統的方法，三者是筆者試圖在前人的研究方法與成果之上形成自

己研究的特色。以下是拙作研究的過程中，愚者千慮偶有一得的介紹。 

拙作校釋敦煌寫本《壇經》時，由於五種敦煌寫本《壇經》現存僅有兩個

全本，因此筆者以「敦博本」為底本，校釋的章節分段，係依據日本學者鈴木

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之《敦煌出土六祖壇經》中五十七折的分段標準，以

符契國際佛學研究的討論平台。至於校釋體例共有七項：其一，揭示敦博本與

敦煌本《六祖壇經》之「原文圖版」，並且上下欄對照，以茲察考；其二，初

步校訂為「錄文」，依原文釐定為現行通用電腦字體，其中若有文字須校訂或

討論時，則以□符號框選之，若有原圖刪除號時亦作雙刪除線（ ）標示；其

三，將原文圖版中的文字校訂釐正後為「校正」，即將訛誤情形考據訂正為現

行通用電腦字體，其中須校訂解釋說明時，以兩種序號註明，分別在下頁說明

文字問題或詞義解釋；其四，對於底本或參校本中文字校正須說明時為「校

訂」，闡釋校正的文字應依據何種原則改正；其五，對於專有名詞或特殊字義

解釋為「註釋」，除了一般的名詞解釋外，也針對特殊字義深入闡發；其六，

將校正妥當之經文，加以白話語體的翻譯為「解釋」，其中為了使經文更容易

通曉明白，因此略加解說與釋疑，以期符合現代人閱讀的接受程度；其七，為

了方便教師與廣大閱讀者深入探討《壇經》的思想內容，拙作在每一分折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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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釋的最後，提出一些思考問題為「討論」，以期達到「學思並重」的教學與

研究目標。 

除此之外，筆者所要強調的是「圖文對勘」（第一原圖與第二原圖及研究

者的校正）的校訂模式，若以五種寫本的「原文圖像」直接「對比」，就能免

除經由研究者抄錄或詮釋後造成「第二手」的「斷層」，讓讀者可以經由「圖

文對勘」的比較中得到完整的判斷，也可以經由研究者的研究再「回復」與深

入原文的意涵。「圖文對勘」可以呈現敦煌寫本校訂最大與最多的意義，茲以

三種敦煌寫本《壇經》的「題名」為例（參下頁）。35 

關於此題名，張子開與方廣錩皆有專文發表，36 並指出因為斷句或連讀

及意義的考慮下，會出現許多解讀上的差異，其中值得討論的是張子開以為

「題名使用的文字也當盡量遵從歷史的本來」，他說： 

諸家校錄敦煌寫本《六祖壇經》的題名時，一般將敦博本的

「波若」改為「般若」。若從遵從古代普遍的譯寫習慣來看，這

是不錯的。但將「惠能」換為「慧能」就沒有必要了。雖然

「慧」的本義為聰明、有才智，「惠」的本義是仁慈、仁愛，但

「惠」與「慧」在古籍中是可以通用的。另外，「受」、「授」是

古字和今字的關係，就更不應該逕直更替「受」為「授」了。37 

有關於「惠」與「慧」的爭議，學界已有定論，一般尊重古籍所書寫的姓

名寫法，在五代以前的唐代文獻紀錄中，皆作「惠能」，宋代以後至今的版本

作「慧能」亦是通行的書寫方式，在校訂時就不再另外畫蛇添足的加以更正

了。至於「受」、「授」在古今字的差異上，則筆者看法是不同的，在古代可用

「受」，但今人理解為「授」，為避免將來可能產生的歧異之見，就校改為今字

                                                   
35  因「北圖有本」與「北圖岡本」兩本缺經題題名，故不錄之。 
36  見張子開，〈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的題名〉；另見方廣錩，〈談敦煌本《壇經》標

題的格式〉，收錄在李申合校、方廣錩簡注，《敦煌壇經合校簡注》。 
37  見張子開，〈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的題名〉，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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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其實反過來說，兩字皆通，不必拘泥與執著古字，尊重現代人使用

習慣及未來更為廣大通行的目標則是更為重要的。 

 

敦博本 敦煌本 旅圖本 

原

文

圖

像 

   

校

正

文

字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

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

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

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

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

卷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

法海集記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

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

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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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在校訂文字訛誤部份，可歸納為「訛」、「脫」、「衍」、「倒」與

「移」等五種： 

其一，「訛」字── 

是指敦博本或敦煌本《壇經》抄錄時明顯抄寫的錯誤，有時甚至是整句、

幾句或整段抄寫錯誤。造成訛誤的原因有「形近致訛」、「抄寫筆誤」、「同音通

用」、「音近通轉」等四大類。「形近致訛」如敦博本第 4 折中有「門人集記」

一句，其中「記」應為「訖」，敦博本與敦煌本皆作「記」，當改為「訖」。「抄

寫筆誤」如敦博本第 2 折中有「惠能幻少」一句，其中「幻少」應為筆誤，當

為「幼小」二字。「同音通用」如敦博本第 3 折中有「佛姓有何差別」一句，

其中「姓」應為「性」，在敦煌遺書中俗寫「姓」與「性」常不分，但兩者同

音，故常互為假借，另如敦博本第 3 折中有「欲更共議」一句，其中「議」應

為「語」，敦博本與敦煌本皆作「議」，據《敦博本禪籍錄校》考證唐五代河西

方音「議」與「語」同音，可互借，同音通用。「音近通轉」如敦煌本第 9 折

中有「一聞言下便伍」一句，其中「伍」應為「悟」，兩者音近或形近。另如

敦博本第 14 折有「住即彼縛」一句，敦煌本與敦博本皆作「彼」，以上下文義

及參考鈴木校本，當改為「被」。 

其二，「脫」字── 

是指抄錄脫漏了一字或幾個字，有時甚至是脫漏了整句、幾句或整段的文

字。例如敦博本與敦煌本第 6 折中，在「若訪覓我」一句下，敦煌本相對於敦

博本漏抄了「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十九字。另如敦博

本第 6 折中有「南廊中間壁上」一句，其中敦煌本在「南廊」下有「下」字，

敦博本脫落「下」，觀前後文義及使用情形，當補「下」字。 

其三，「衍」字── 

是指抄錄時妄添或誤添了一些字句。例如敦博本第 11 折中有「傳法買惠

順」一句，敦煌本無「買」字，敦博本「買」為衍字，當刪去。 

其四，「倒」字── 

是指抄錄時前後文字或文句位置的互換。在此處有兩種情形，一是寫本中

有「互換」的符號，即知抄寫者本身即知抄寫錯誤而加一個互換符號「V」於

旁，例如敦博本第 9 折中有「其夜法受」一句，即知應為「其夜受法」。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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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則是明顯的倒置字，如敦博本第 14 折中有「莫行心諂曲」一句，其中敦

博本作「行心」，敦煌本與惠昕本皆作「心行」，當為「心行」，故為「倒字」。 

其五，「移」字── 

是指抄錄時文字的位移或錯位，有時甚至是整句、整段或整頁誤移到其他

地方。例如敦博本第 8 折中有「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臺」一句，這一句話在

陳寅恪〈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一文中提到「心」與「身」應易位，《敦博

本禪籍錄校》在頁 242 中考證載有唐五代河西方音「心」、「身」同音通用，筆

者觀照前後文義及參考各家說法，以及對應神秀偈語，以為應改成「身是菩提

樹，心為明鏡臺」。 

此外，筆者以為校訂用語可以歸納為「當」、「應」、「依」、「暫」與「補」

等五類： 

第一，「當」，依相關考證或其他版本，在合理情況下或依上下文義內容校

正之校訂用字。 

第二，「應」，依上下文的行文內容推斷，或是依近代翻譯與書寫習慣之校

訂用字。 

第三，「依」，指依據底本或底本的前後文，或是其他版本可資參考者，或

是依據現代「約定俗成」書寫習慣之校訂用字。 

第四，「暫」，因資料或證據不夠明確周全，或是無法判斷何者為正確的字

詞時使用之校訂用字。例如敦博本第 25 折中有「此是摩訶行」一句，其中

「行」疑為「衍」字，做「摩訶衍」解，是指大乘佛法的意思，但因證據不

足，故以「暫」字表示未定之論。 

第五，「補」，依其他版本校正底本脫字時之校訂用字。 

筆者以為校訂原則有六：一者，若底本或其他版本中有明顯錯誤的字句，

第一次校正時註解說明並校訂，以下逕改，不出校記；二者，凡底本敦博本不

誤，其他《壇經》版本誤者，不出校記，但特殊情況仍加以說明；三者，凡底

本敦博本不誤，其他現代校訂本誤者，不出校記，但特殊情況仍加以說明；四

者，本書校勘註釋僅限於底本文字的衍倒脫訛，原作者（惠能）或編著者（法

海）見解上的錯誤，不出校記糾駁；五者，對於「古今字」或「異體字」或

「代用字」的處理，依照現代通行書寫字體的相關整理原則，本書統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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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者，各種《壇經》版本或現代校本皆無之文字，筆者依前後文義及相關內

容，為使文義解讀不致發生錯謬，在審慎斟酌下，提出增補某些文字之建議。 

五、結論 

經過本文粗淺的討論，得到以下六項具體的結論： 

第一，五種敦煌寫本《壇經》的發現，開啟了近代重新檢視《壇經》諸本

優劣的學術論爭，在原有的敦煌本《壇經》的研究成果之上，應該更進一步的

深入探究敦煌寫本《壇經》的文獻版本、文字校訂，進而可以深入探討其禪學

思想的精義。 

第二，從今日的數位時代思考敦煌寫本的學術規格，可能須要更為精確的

規格體例，以為國際學術流通的溝通平台，可以讓後代的讀者藉由資訊的流

通，迅速的掌握五種敦煌寫本《壇經》的相關資訊。 

第三，從敦煌本《壇經》公布書影以來，真正精審校訂與後續研究數位化

處理的時代需求與日俱增，這還必須要學界普遍的支持與研究的投入，發展出

更為有效與更精確的研究方法。 

第四，做為禪宗學根本聖典的《壇經》，研究的重點應該跳離原有諸本的

局限，特別是須要在敦煌五種寫本之間互校或各種版本之間比較式的研究，深

入的分析與辨證因文字的差異而形成禪學詮釋的不同處。 

第五，敦煌寫本《壇經》應該可以經由文字校正的過程，發展出全面而有

系統的研究方法，包含校正理論的研究、諸家校正得失的批評與操作程序的檢

討與確立等，讓敦煌學中的校勘學具有現代數位化的精確性與系統性，再經由

學術社群集體的合作，達到全面研究新時代的開展。 

第六，在從事敦煌寫本《壇經》文字校訂的過程中，可以達到訊息傳遞與

創新詮譯的學術發展，有助於敦煌禪籍的研究基礎工程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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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Platform Sutra and Methods of Textual Revision 

Huang Lian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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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has provided new source materials for Chan studies.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se manuscripts hav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cent Chan 
studies. Looking at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five Dunhuang versions 
provides a reflection of important developments within Chan studies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Using approaches of modern research, this study provides a 
look at the influence of Chan on Dunhuang studies, also providing a look at the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hopes to examine the impact created by the series of five 
discoveri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Platform Sutra, and also to reconsider 
the issue of revision based on the new versions. This is done by a comparison of 
digital versions of all five manuscripts, in which emendations are consid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Huineng’s thought. Relevant modern scholarship 
will be consulted for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principles of emen-
d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iable method in this manner involves not onl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words, but also the creation of a new interpretation in the digital 
medium. In this manner it is hoped that the full value of the Dunhuang versions of 
the Platform Sutra may be realized.  

 

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extual  
     emendation; Dunhuang studies; Huineng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